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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华夏民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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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可以划分为 “古代民族”与 “近代民族”两种类型，古代华夏民族

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 “自在民族”到 “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夏商时期的华夏民

族属于 “自在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 “自觉民族”。作为 “自在民族”的

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夏商时期出现，是因为夏商王朝具有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

构，复合制王朝国家框架内能够容纳众多部族。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则属于华夏民族

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经过族邦联盟，众多的部族国家最后走向多元一体的民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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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古代民族的形成。对此，一百多年前
的摩尔根和恩格斯等人已有所论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围绕斯
大林有关民族的定义，曾展开汉民族形成的探讨，并扩展到对华夏民族形成问题的
研究。但由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指的是近代民族，从而使以下一系列问题一直悬而
未决：民族特别是古代民族究竟应如何定义？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的区分是什么？

联系中国历史实际，古代民族形成与古代国家诞生是什么样的关系？作为汉族前身
的华夏民族形成与中国古代何种国家形态和结构相关联？华夏民族形成的时间上限

究竟在什么时代？显然，这些问题既涉及理论概念，也涉及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

为此，我们在这里提出一种新思路、新视角：即对古代民族和部族重新定义，并将作
为古代民族的华夏民族划分为 “自在民族”与 “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
上，通过考察古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由 “单一制的邦国”走向 “多元一体复合制的夏商
周王朝国家”的发展历程，阐述由部族走向民族的过程和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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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阶段性成果，受该
项目 （项目批准号：１２＆ＺＤ１３３）资助。



一、民族、部族的概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对民族曾提出这样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
体。”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论断所指的是近代民族，他在作出上述论断的同时也指出：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① 他
又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② 按照斯大林的这
些论述，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是没有民族的。

围绕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期近６０年的时间
中，中国学术界联系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曾进行过多次讨论。③ 其中，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范文澜先生发表 《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提出汉族
在秦汉时代已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的四个特征，并得出结论说： “汉族自秦汉以
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
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④ 显然，范文澜是通过 “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
成的独特的民族”这样的提法，来突破斯大林把民族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这样
的框架。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与范文澜进行商榷者，主要是批评范文背离斯大林关于
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思想，并特别强调 “共同经济生活”是指资本主义
时期所具备的 “民族市场”和 “经济中心”。⑤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
费孝通、林耀华合写的 《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一文，提出 “不应当用近
代民族的标准来要求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们共同体”，⑥ 而应因
地制宜地对待民族识别问题。费孝通、林耀华的观点适合民族识别的具体实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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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

２９４、３００页。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２８９页。
参见李振宏：《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民族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徐
杰舜：《再论族群与民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奔骥：《关于民
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近况》，《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参见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
收入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
参见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张正明：《试论汉民族的形成》；官显：《评 “独特的
民族”论》；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
莫夫同志商榷》；魏明经：《论民族的定义及民族的实质》，均收入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
费孝通、林耀华：《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 《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０日，
第７版。



此很快获得民族学工作者的支持。① 从实际出发来解决民族识别和民族命名问题，

这也是当时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例如，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在讨论 《关于过去几年内
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主席对于 “民族”的含义作
出明确指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落
或部族。”毛泽东主席还特别提出 “名从主人”和 “尊重民族意愿”的原则。② １９５７
年３月２５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会议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做总结
发言时指出：“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那个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
上升时代的民族，不能用它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社会阶段中发生的有关的复杂
问题。”③ 这可以说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适用范围的一个总结。

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间，《学术研究》集中发表了一批关于民族形成和民族定义方
面的讨论文章。其中有学者认为，民族可以开始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
期，又因各自情况不同，或处于奴隶社会时期，或处于封建社会时期。④ 有学者认
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可以叫做 “古代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资产
阶级民族 “四个特征”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四个特征都已具备。⑤ 这样， “古代民
族”概念的提出，应该属于民族概念内涵研究上的推进。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在
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中国学术界对民族概念内涵的讨论又有一些新进展，这主要表
现在：其一，有些学者坚持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也有学者主张部分修正斯大林的民
族定义，更有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否定或批评。其二，在民族的时代范围
上，已完全突破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只限于资本主义以来的限制，一些著述中明确出
现 “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等提法。当然，除按照时代划分的民族
分类外，也存在诸如 “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等概念。其三，在联系中国古代历
史实际时，有学者已由对汉民族形成的探讨上升到对汉民族前身华夏民族形成的探
讨，其中有人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人主张形成于西周时期，还
有人主张形成于夏代。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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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南川：《也谈族别问题》，《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４日；思明：《识别民族成分应
该根据主要的原则》，《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５日；缪鸾、马曜、王叔武：《不能用
近代民族的特征去衡量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５日。
转引自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１页。
《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３９页。
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７期。
岑家梧、蔡仲淑：《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４期。
参见李振宏：《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民族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谢
维扬：《论华夏族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２年第３期；田继周：《夏代的民族和民
族关系》，《民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尤中：《夏朝的建立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及与周边民
族群体的关系》，《思想战线》１９９７年第２期；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



进入２１世纪，郝时远在 《世界民族》上连载 “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三篇论

文，①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又有推进。文中指出：“人们对斯大林民

族定义所指称的 ‘民族’在理解上往往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将这一定义的特定对

象 （通常所说的 ‘狭义的民族’）理解为普遍对象 （通常所说的 ‘广义的民族’），

以致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困扰。”实际上，“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 ‘民族’

是民族国家时代的 ‘民族’”，“我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理解必须限定于民族国家

范畴的民族 （Нация／ｎａｔｉｏｎ）”。② 他强调斯大林民族定义是指民族国家时代的 “民

族”，既有助于我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正确理解，也论述了斯大林提炼出来的四大

要素在民族国家时代的普遍性的问题。那么，对于民族国家时代之前的 “古代民族”

的概念内涵，应如何定义？这又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面对的问题。

首先，关于古代民族出现的时间。早在一百多年前，经典作家就认为从氏族社

会向国家社会的过渡阶段开始直到国家社会的早期阶段，都是古代民族的形成时期。

例如，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

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③ 恩格斯 《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论述史前由国家转变时，曾多次说伴随其而来的是由
“联合”或 “融合”而形成的 “民族”［Ｖｏｌｋ］。④ 除恩格斯之外，马克思和摩尔根也

都有类似看法。⑤

经典作家对于古代民族出现时代的这些认识，应该是学术界有关 “原始民族”、

“古代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等提法的理论来源。对此，笔者以为，如果

从较大范围的分类着眼，所谓 “原始民族”也可以放在古代民族的范畴之中，⑥ 并

进而可作 “古代民族”与 “近代民族”（主要指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这样的两大划

分。“古代民族”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的民族；而 “近代民族”这一概念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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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

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①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 （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
论来源》，《世界民族》２００３年第４期；《重读斯大林民族 （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
之二：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与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再阐发》，《世界民族》２００３年
第５期；《重读斯大林民族 （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三：苏联多民族国家模式中
的国家与民族 （Нация）》，《世界民族》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 （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
论来源》，《世界民族》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２、１８０页。
参见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５—５１页。
当然，在需要特别强调原始社会的民族时，“原始民族”这一概念应该是适宜、恰当的。



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市场和民族贸易相关联，与近代的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相联系。① 由于 “古代民族”与 “近代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

其属性应该既有共性，也略有区别。

对于中国古代民族出现的时间上限，有些学者强调民族 “是按照地域划分
的”，② 或者说 “民族是以地域划分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③ 然后通过考察社会
“按地域划分”出现的时间来确定古代民族的形成。其中，有人认为夏朝时期已产生
国家，“可以作为民族形成的标志”，“凡与夏王畿的人们具有共同民族特征的诸侯国
的人”，都属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④ 也有人认为，夏、商、西周时期，特别是夏、

商时期，由于血缘纽带的存在，所以不可能形成民族，华夏民族也只能形成于春秋
战国之际。⑤ 在这里，笔者认为有两点需要辨析：其一，民族有共同地域，特别是
在它形成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每个民族有自己的共同地域，但是，“有共同地域”

与 “按地域划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政治实体 （如国家）是否按地域划分它
的居民或国民，与它是否有自己 “共同的地域”是不同的；同样的道理，民族问题
也是这样。其二，在国家形成的标志上，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曾提出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
权力的设立。但是联系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笔者认为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对于
古希腊、罗马是适用的，而对于中国等其他古老文明却并不适用。为此，笔者曾将
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公共权力
的设立。⑥ 夏商周时期，血缘纽带还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家
族和宗族依旧是国家社会中政治经济实体，这样的认识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
点。⑦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商周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已属转型的血缘关系：一是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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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指出，现代欧美学者经常使用的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是带有 “主权属
于全体公民”这样一种政治属性的近代民族。（参见秦海波：《从西班牙历史看 “民族
国家”的形成与界定》，《世界历史》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王雷：《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田继周：《夏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民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参见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４５页。
参见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７６页；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２页；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
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８８—１０２页；田昌五、臧知非： 《周秦社会结
构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７—３８页；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
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３页；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页；赵世超：《西周为早期国家说》，《陕西师大



族 （ｃｌａｎ）血缘关系已经弱化，家族和宗族的血缘关系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二是

商代已出现 “大杂居小族居”格局。所谓 “大杂居”是说在整个殷墟 （即王都）交

错杂处着许多异姓族人，呈现出一种杂居的状态；所谓 “小族居”是说每一族在较

小范围内以 “家族”或 “宗族”为单位族居族葬。① 到了西周时期，地域组织的
“里”与血缘组织的 “族”长期并存。② 所以，正像我们不能用古希腊、罗马的国家

形成标准来套中国古代国家一样，也不能以是否完全地缘化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

民族的形成。更何况以地缘为标准的学者都是按照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论依

据的，而经典作家在许多地方却说民族最早出现于史前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

如上引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民族 ［Ｖｏｌｋ］，就是指野蛮

时代高级阶段的 “民族”。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恩格斯使用的 “Ｖｏｌｋ”一词既可

以指民族，也可以指比部落更高一层的较宽泛的任何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它不如
“ｎａｔｉｏｎ”（民族）那么严格。③ 但是，恩格斯之外，马克思、④ 摩尔根⑤在提到野蛮

时代高级阶段的民族时，也使用 “ｎａｔｉｏｎ”。总之，引用马恩有关论述作理论依据

时，一不能片面，二不能机械，而要以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为原则。

讨论了古代民族形成的时间，接着需要讨论古代民族的定义或基本特征。斯大

林关于 “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定义，尽管是指近代民族，但它包含有古代和近代

民族中所共有的自然属性，这就是：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因此，笔者以

为，我们只要将其中那些属于近代内涵的内容略作修改即可，如将斯大林所说的属

于民族国家时代中的 “共同经济生活”，修改为古代民族中的 “相同经济生活”，问

题就可得以解决。为此，笔者在斯大林对近代民族 （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定义的基

础上，将 “古代民族”定义为：古代民族是人们从古代就开始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相同经济生活以及具有共同文化的、稳定的、比部落更高、更大范

围的人们共同体。在上述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相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四大

要素中，之所以用 “相同经济生活”替换 “共同经济生活”，是因为斯大林所说的
“共同经济生活”，是指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联系，如 “民族市场”、“民族的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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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１１７、１３１—１３２、２１７、２４３、２５４页。



心”等，但对于古代民族来说，社会还没有发展出这种程度的经济联系，为此，笔
者只能把古代民族的这一特征描述为 “相同经济生活”，以此适应古代社会的经济发
展阶段。这样才更符合古代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学术界，对于古代比部落更高的族共同体，学者不但使用 “民族”一词，

有的也使用 “部族”一词。其中，有人提出用 “部族”称呼一切封建和奴隶制的人
们共同体。也有人用 “部族”来指氏族和部落。还有人认为：恩格斯用来称为民族
的 “‘Ｖｏｌｋ’指的就是部族”，并说 “部族国家”是 “最初的国家形式”，只不过它

还不是 “一个真正具有公共职能的国家”，“不可能是稳定统一”。① 对于上述三种观
点，笔者认为前两种是不足取的，第三种有合理性却有可商之处。其合理性在于：

它说部族是比部落更高一层的带有血统特色的共同体，可以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

社会两种社会形态之中。其可商之处在于：它说部族国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公共职
能的国家，说部族国家是不稳定的，说部族只存在于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阶段。我们认为，如果一个 “国家”不具有政治公共职能就不成其为国家。公共职

能的强度是相对的。作为早期的国家、简单的国家，其职官系统可以不太发达，可
以一职多管，但作为强制性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一定具有公共职能，

其实这种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就是由公共职能发展而来的。夏代之前的部族国家较之

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统一国家 （复合制国家），不能称其为统一的国家，但不能说
它不具有稳定性。部族可以存在于某种国家形态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由史前社会向
国家社会的过渡阶段，但不能说它只是 “一个从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向按地域联系

起来的阶级社会过渡的共同体”。

学者之所以使用与民族相对的 “部族”一词，显然是认为部族与民族属于不同
层次或者说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对于两者的区别，也有学者称之为 “血缘民族”

与 “文化民族”的不同。如有学者说：“周初的大变革之后，‘华夏’观念与 ‘华夷
之辨’思想方始出现，它标志着超越部族意识的 ‘大文化观念’的产生， ‘文化民
族’亦在此基础之上超脱于 ‘血缘民族’的藩篱而趋于现实。”② 这是称部族为血缘

民族。它强调部族的血统特征，也意味着部族绝不属于部落范畴，这都是可取的。

中国史书中说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③ 故而合称曰 “部族”。对此，有人认为
“部族”就是氏族部落，也有人认为部族是比部落更高一层的带有血统特色的共同

体。在历史上，夏商周各族都以始祖诞生神话和族谱或姓族的形式展开自己的历史
记忆，因此族共同体中的血缘色彩是其特征。这样，我们就会面对这种类型的族共
同体而有两种叫法：一是称其为 “部族”，二是称其为 “血缘民族”或 “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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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称谓各有利弊。从语法上讲，血缘民族也是民族。提出 “血缘民族”说者的意
思大概是：有血统因素的民族可称为 “血缘民族”或 “部族”，超越血统因素而以文
化为纽带的民族可称为 “文化民族”或一般意义上的古代民族。然而，这种把民族
划分为 “血缘民族”与 “文化民族”的做法，容易把民族的概念和定义搞乱。“血缘
民族”与 “文化民族”的划分，与 “古代民族”和 “近代民族”的划分不同。“古代
民族”与 “近代民族”的划分，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划分的，也已取得共识。基于这
些考虑，笔者赞成使用 “部族”这一概念，并认为部族与民族既属于族共同体层次
上的区别，也是性质上的区别，而并不仅仅是个类型问题。为此，我们可将部族定
义为：部族是历史上比部落层次更高的、范围更大的、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内
部各部地理位置相连 （起初各部分地理位置相连，其后某部亦可迁徙迁出）、带有血
统特征 （如姓族或族的谱系）的族共同体；部族既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后期，亦存在
于古代国家社会时期。原始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落或酋邦或部
落集团所组成；古代国家时期的部族可以建立部族国家。“部族国家”也是国家，就
像我们说 “早期国家”也是国家一样。部族国家是由部族所建立的国家，其国家主
体为某一部族，但并非一个部族只能建立一个国家，也存在若干不同的早期国家在
族属上属于同一部族的情形。做了上述概念、定义上的澄清之后，笔者认为，古代
民族与部族的联系与区别可以这样表述：部族是指比部落更高一层的族共同体，古
代民族是比部族更高一层的族共同体，古代民族与部族在族共同体的层次与性质两
个方面都不相同；在一个古代民族的国家①中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部族，这种国家
的结构每每是复合制国家结构，在这种国家的早期，其内诸部族的存在是明显的；

部族有血统因素，古代民族超越血统而以 “大文化观念”为纽带，大文化既是古代
民族亦是近代民族的血脉。

二、华夏民族的自觉意识

（一）“华夏”、“诸夏”：民族称谓与民族自觉

上述理论阐述，实际上已经考虑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中国古史学界在具体
论述华夏民族形成时，每每都是从 “华夏”、“诸夏”等民族称谓的出现讲起。

作为华夏民族自称也是他称的 “华夏”、“诸夏”等用语，确实在春秋战国时期
最为流行。如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姜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

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戎人驹支称中原的华夏民族为 “华”，称自己为 “戎”。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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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华”、“华夏”等称呼，既是华夏民族的自称，也是他称；同样道理，“戎”、“诸
戎”等称谓，既是戎人的自称，也是他称。当时称呼华夏民族的用语有： “华”、
“夏”、“华夏”、“诸夏”等。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 “楚失华夏”，这是把
“楚”与 “华夏”相对应。《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
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诸夏而外
夷狄。”都称华夏民族为 “诸夏”。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任、宿、须句、颛臾、

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蛮夷猾 （乱）夏，周祸也。”这里称
“诸夏”，又称为 “夏”。也有称 “诸华”，如 《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晋侯说：“劳师
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
不可乎！”是称 “诸华”或 “华”。《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
乱华。”这里的 “华”亦即 “夏”。总之，华夏、诸夏、诸华、华、夏等都是一个意
思，都是对华夏民族的称呼。

由于上述华夏民族的称谓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因而许多学者主张华夏民族形
成于此时或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① 然而，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 “华
夏”、“诸夏”、“夏”、“诸华”、“华”等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以及
华夏族的一体性时，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更主要的是表现出当时华夏民族
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在这种鲜明民族意识中，我们看到当时的华夏民族已
属一个自觉民族，看到华夏民族间的强烈的文化一体性。如前文所举出：管仲对齐
桓公所说 “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鲁僖公母亲成风对僖公所说 “蛮夷猾 （乱）夏，

周祸也”；魏绛对晋侯所谓放弃陈，“诸华必叛”，“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这些言
论就是当时的华夏诸国对自己归属于华夏民族的自觉意识，它强烈地表现在与其他
民族或部族交往中，人们对于本民族生存、发展、荣辱、安危等等方面的关切和维
护。如果把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用 “自在民族”与 “自觉民族”两个阶段来表述
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民族已属于 “自觉民族”，即有强烈民族自觉意识的
民族。我们不能据此而说华夏民族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间，而应
该说此时的华夏民族已经是一个 “自觉民族”。“自觉民族”之前还有一个 “自在民
族”的阶段，民族形成的起始应该从 “自在民族”阶段算起。

指出春秋时期的华夏民族已属于 “自觉民族”，还可以从 “夏”、“华”、“诸夏”、
“诸华”诸称呼的文化寓意得到证明。关于 “夏”，我们从 《说文》、《尔雅·释诂》、
《墨子·天志》所引 《大雅·皇矣》以及 《荀子》中 《儒效》和 《荣辱》等可以看
到，“夏”可训为 “中国”，也训为 “大”和 “雅”。关于 “华”字，在古文献中主要
是 “采章”、“华美”的意思。这与 “夏”所具有的 “雅”意，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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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原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① 也就是说，当时华夏民族之所以称为
“华”、“夏”、“华夏”、“诸夏”、“诸华”，除与夏王朝的核心地———中原地区 （最早的
中国）有关外，也与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高度有极大的关
系。这种在思想意识中对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自豪感，当然是民族成熟和民族自觉的
一种标志。也正因为 “华夏”二字代表着文明发达，华夏民族的国家属于礼仪之邦，

才使得 “华夏”一经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主体民族的称呼后，就一直沿用至今。

（二）“华夏”合称的缘起

古文献中的 “华”、“夏”、“华夏”、“诸夏”、“诸华”，有单称也有合称，它们之
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华夏”合称是如何出现的？这些都是研究华夏民族形成者所要
考虑的，而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章太炎曾提出，“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
为言”，“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其地即今之华山，而后来其民东迁者亦称华族，

故 “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又说 “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

其水即今之汉水，“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者”。② 这是将 “华夏”拆散为
两族，两族的原居地都在西部。章太炎的说法完全是臆断，而且无视于作为族名
（民族称呼）的 “华”与 “夏”以及 “华夏”在出现时就指的是一族而非二族。如
《左传》定公十年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互文，裔，与夷同义，夏与华同
义，表述的就是夏即华的意思。

也有人认为，华夏之名 “由华胥而来”。③ 这种以华夏民族起源于华胥氏论者有
点望文生义。我们知道民族恰恰是在联合乃至融合无数氏族基础上而形成的，岂能
由一位女始祖繁衍而出？这种做法与百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发
展所提供的远古时期氏族林立的知识不相符合。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根据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以花卉为主，庙底沟类
型的分布中心是豫西陕东一带，在华山附近，提出：“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
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
名。”④ 苏先生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他将仰韶文化早中晚三个时期 （半坡期—庙底
沟期—西王村期）某一时段内的崇拜现象视为其整体现象。实际上，在庙底沟时期，

除了花卉纹样突出外，鸟的纹样也很突出。此外，其中还有少量的蛙纹、火纹等，

所以，苏先生的观点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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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祥：《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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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程德祺：《民俗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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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文献中并不存在 “夏”与 “华”相并立的二族，《左传》定公十年 “裔不谋
夏，夷不乱华”，华、夏互文，也说明华族即诸夏，也就是说，就民族实体而论，春
秋战国时期的 “夏”、“华”、“诸夏”、“诸华”、“华夏”，指的是一个民族。此外，从
华、夏二字音、义相通来看，也指的是一个民族。对此，刘起釪做了很好的考证，

其结论是：“就字义训诂和音读来看，华、夏二字实能相通”，“因此把我们民族称为
华族可以，称为夏族也可以，称为华夏族更可以”。① 在这里，笔者略作补充的是，

在现在的陕北方言中，“下”、“吓”等字读作 “哈 （ｈà）”，声母与 “华”字的声母

完全相同，同属于古音中的匣纽，这也可作为 “夏”、“华”二字古音相同的旁证。

关于 “华夏”合称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华夏’必为 ‘虞夏’之转
写。”② 其实，这一观点也难以成立。在先秦文献中，确实有 “虞夏”二字连用的情

况，但都是作为 “虞、夏、商、周”四朝来使用，都指前后相连的两个朝代，绝无
用来指称一个民族者。从历史上看，有夏人、商人、周人、汉人、唐人，或者夏族、

商族、周族、汉族这类族称的叫法；也有夏朝、商朝、周朝、汉朝、唐朝、宋朝等
朝代的叫法；但作为族称，绝无 “夏商人”、“商周人”、“汉唐人”、“唐宋人”，或
“夏商族”、“商周族”、“汉唐族”、“唐宋族”这样的叫法，所以作为民族称呼的 “华
夏”联称不应该是由作为朝代联称的 “虞夏”之转写。

关于 “华夏”合称究竟如何产生，笔者的推测是：最初大概只称 “夏”和 “诸

夏”之类，后来用 “华”来形容 “夏”，结果就出现形容词的 “华”也可以作为名词
单独使用而指称 “夏”，这样，夏与华同义，并可以互文，相互替换，这时候的 “华
夏”复词也就变成互为形容的一个名词。所以，在华、夏、华夏、诸华、诸夏这类

华夏民族的称呼中，夏、诸夏这样的称呼是最基本、最关键的，而华、诸华、华夏
则是后起的。

（三）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夏王朝的诞生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 “自觉民族”，那么在 “自觉民族”之前，作为
“自在民族”阶段的华夏民族，出现于何时？这是华夏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中的关键所
在。当然对于把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不作 “自在民族”与 “自觉民族”这样区
分的学者而言，也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但这种不作区分的做法却说不清楚华夏民族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华、夏、华夏、诸华、诸夏中核心是 “夏”，而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时期，周人已
用它来表示自己的正统性和与夏王朝相一致的民族一体感。如 《尚书·君奭》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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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周公曰：“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

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两处是周公说自己周族为 “我有夏”。《尚书·康诰》成王

曰：“文王……肇造我区夏。”“我区夏”，即我华夏地区。①

周人为何把自己说成是 “我有夏”、 “我区夏”？刘起釪的解释是： “历史的真实

是，周族的族系渊源确系沿自夏族，而且更可上溯源自姬姓的黄帝族。”② 这是主张周

与夏在族源上有关系。对此，沈长云否定说：“一些人惑于两个 ‘有夏’名称的相同，

或认为周人出自夏人的后裔，是不符合 《尚书》的本意的”，“周人自称为 ‘夏’……

不是只表现自己这个 ‘小邦周’，而是表现以周邦为首的灭商部落联盟。”③ 我们说，

在 《尚书》的 《君奭》、《立政》、《康诰》诸篇中，周人自称 “我有夏”是事实。问

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 “有夏”或 “区夏”不是部族的夏而是以夏王朝为民族框架的

夏，在这里，夏王朝的大国家结构与夏代的民族是一体的，可简称为民族的夏或夏

民族。部族的夏是指在夏王朝尚未建立之前鲧禹时的夏族，以及夏王朝建立之后王

朝内部以夏后氏为主的姒姓部族集团。民族的夏是指夏王朝建立之后，既包括姒姓

的夏后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内的众多部族的民族共

同体，所以民族的夏就是华夏民族的意思，也是夏王朝的意思。部族的夏有血缘血

统上的局限，而民族的夏即夏王朝超越了这种局限，以大文化为纽带。这种以文化

为血脉的民族的夏，是夏商周三代正统之始，正统之源，对于刚刚灭商不久的周来

说，当然要高举着它，打出 “我有夏”、“我区夏”的旗帜，以示自己对自夏王朝而

来的正统的继承，以示 “文王受天有大命”、周人 “天授王权”的合法性。

“华”、“夏”、“诸夏”、“诸华”、“华夏”这一系列的民族称呼，凸显了华夏民族

的形成始自夏王朝。换言之，华夏民族在夏代时就是夏民族，它与考古学界以前所

谓 “夏文化”的夏民族不是一回事，④ 它是夏王朝内包含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

等众多部族在内的民族，它以夏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为基础。在某些时

候，国家可以视为民族的外壳 （即外在框架）或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夏、商、周

三代复合制国家就是华夏民族的外壳，是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以华夏文化为纽带、

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

所谓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

国 （或称为诸侯国）两大部分：在夏代，它是由夏后氏与其他从属的族邦所组成；

在商代，它是由 “内服”之地的王国与 “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属邦所组成；在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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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由位于被后世称之为王畿之地的周邦 （周王国）与各地的诸侯国所组成。以夏

王朝为例，① 夏代的王邦即王国就是夏后氏，尽管它的王都有迁徙，但迁徙的范围

或者说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在中原地区。夏后氏之外，据 《史记·夏本纪》，夏的同姓

族邦有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

斟戈氏。② 夏王朝内的异姓族邦有：己姓的昆吾、彭姓的韦国、任姓的奚仲、子姓

的商族、姬姓的周族，等等。昆吾初居于帝丘濮阳，后迁于许昌， 《国语·郑语》

说：“昆吾为夏伯。”薛国位于山东滕县，《左传》定公元年说奚仲曾担任夏朝的 “车

正”。子姓的商族，史书称之为 “商侯”。《国语·周语》说商侯冥担任过夏朝管理或

治理水的职官，并因此而殉职。关于周族，《国语·周语》说：“昔我先王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

间。”也就是说，至少在夏朝前期，周人是处于夏王朝的国家框架之中的。当然，在

夏王朝中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个政治实体并非都处于同一个层次，而是多层次的结

合体。例如，夏代的商族君主 （商的先公先王）史书虽称之为 “商侯”，但据笔者的

研究，夏代商族曾经历由附属于夏的中心聚落形态发展为附属于夏的邦国这样一个

过程，其中从商的始祖商契至王亥时期属于中心聚落形态 （即酋长制社会），而从上

甲微至商汤灭夏之前则属于邦国时期，③ 商汤取代夏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建立的

商王朝又属于进一步发展的复合制国家形态。

商王朝的复合制国家结构，④ 用 《尚书·酒诰》的话来说，就是由 “内服”与
“外服”相构成。内服之地，由在朝为官的百官组成，它是商的王邦、王国，亦即后

世所谓 “王畿”之地；外服之地，则由商的侯、伯等诸侯邦国所组成。《酒诰》的这

一记载恰可以与 《大盂鼎》 “惟殷边侯田粤殷正百辟”铭文对应起来： “殷边侯田
（甸）”说的就是 “越在外服”的 “侯、甸、男、卫、邦伯”；“殷正百辟”指的就是
“越在内服”的百官。由 《大盂鼎》铭文可证 《酒诰》所说的商代的内、外服制是有

根据的，也是可信的。此外，这种内外服制还可与甲骨文中 “商”与 “四土四方”

并贞的卜辞相对应。连接内、外服之制这一复合制国家结构的机制，一是强大的王

权；另一是外服的地方邦君能够在朝廷担任各种要职，成为在朝为官者。如甲骨文

中的 “小臣醜”（《甲骨文合集》３６４１９）这位在朝廷为官者，就来自山东青州苏埠屯

一号大墓墓主 “亚醜”家族。最近发现的殷墟花园庄５４号墓也是一座在朝为官的显

赫贵族墓，其青铜器铭文有 “亚长”族徽，他来自甲骨文中长族邦君 “长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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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文合集》６９８７正）。《史记·殷本纪》载商纣以西伯昌 （周文王）、九侯 （一作鬼
侯）、鄂侯为商王朝的三公，也属于商王通过让 “外服”的侯伯之君担任朝中要职而

使之成为朝臣的情形。

我们提出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和结构为复合制，应该说揭示了上古中国历史

的特点，符合中国上古的历史实际。以往学术界主张夏商周三代为方国联盟论者，

忽视了夏王、商王和周王对于地方诸侯邦国的支配作用；而主张夏商周三代为统一

的中央集权国家论者，则忽视了夏商周时期的地方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郡县制之下

的地方行政并不相同的问题。在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在统一王权的支配下，王邦与

属邦是不平等的。王邦即王国，为 “国上之国”，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属邦为主权

不完整的 （不是完全独立的）“国中之国”。在夏代，这些属邦有许多是在夏代之前

的颛顼尧舜时代即已存在的邦国，夏王朝建立后，它们并没有转换为王朝的地方一

级层层隶属的行政机构，只是直接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

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

王朝内的 “国中之国”。而作为王邦即位于中央的王国，则既直接统治着本邦 （王

邦）亦即后世所谓的 “王畿”之地 （王直接控制的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
于它的若干邦国。因而王邦对于其他众邦其他庶邦当然就是 “国上之国”。邦国的结

构是单一型的，王朝在 “天下共主”的结构中，它是由王邦与众多属邦组成的，是

复合型的。自夏代出现的这种复合型国家形态和结构，历经商代和周代获得进一步

的发展，特别是在周代，由于大范围、大规模分封诸侯，使得这种复合型国家结构

达到顶峰，形成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牢固理念，而这

一理念也从王权的视角对复合型国家结构的整体性作了形象说明。

以上通过对华夏民族称呼的追溯，以及有关夏代复合制大国家结构就是夏代华

夏民族的外壳的论述，得出华夏民族形成始自夏代的结论。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在夏

商时期看不见有这种称呼？笔者认为这就属于 “自在民族”与 “自觉民族”的差别。

所谓 “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识还处于朦胧、潜在状态的民族；自己作为一个民族

已经存在，但自己还不知道，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就是这样

的状态。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礼

仪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识也开始显现，这才使得周人自称 “我有

夏”，以夏为正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 “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
名存实亡，礼仪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处于混乱状态，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常出现

异族的人们，致使 “华夷之辨”思想和危机意识凸显出来，它强调华夏民族的一体

性。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在戎狄等异族的刺激

下升华的。“华夷之辨”中所 “辨”的是华夏文化与蛮夷戎狄的不同，它通过 “华

夏”这样的民族称呼，强调根在中原的本民族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与四

夷的不同。这样的 “文化民族”当然是一个 “自觉民族”。而夏商时期作为自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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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出现，就在于夏商王朝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在王
朝国家的框架内容纳了众多的部族。

华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王朝的另一证明是，在字义训诂中，“夏”也指 “中国”。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尚书·尧典》“蛮夷猾夏”，郑玄对 “夏”注解也是指
“中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楚失华夏”，定公十年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

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诚然，“中国”一词的概念经历了由单指
“国中”，扩大为主要指 “中原”，最后进一步扩大为指秦汉时期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
淮江汉的共同地域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例如，在周初青铜器 《何尊》铭文中， “中

或”（中国）是指成周洛邑 （在今河南洛阳）。大概从西周开始，与西周金文中的东

国、南国等相对而言，“中国”也就演变为指中央之地的地域，这就是中原之地。而

这样的 “天下之中”的产生，就是由于在这之前，夏王朝的都城有相当长的时间是

建在这里。如 《竹书纪年》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寻在今巩

义市西南至偃师一带。又如 《逸周书·度邑解》中武王对周公旦说：“自雒汭延于伊
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这是说从雒水到伊水，地形平坦，以前有过夏的都

城。总之，自汉代以来，“夏”字义训 “中国”，与夏王朝的王都位于中原有直接的

渊源关系。这当然可作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应当以夏王朝的出现来算起的证据。

华夏民族开始形成于夏王朝，崭新的王朝国家是华夏民族的外壳，是维系华夏

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相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基

本条件。王朝国家的复合制结构使得它可以容纳不同的部族，但也正是这一缘故使
得夏、商、西周时期，尤其是夏、商时期，民族内诸部族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界限

难以消除，长期存在。这都属于尚处在 “自在民族”阶段的华夏民族的时代特点。

既然中国古代最早的民族的形成始于夏王朝，那么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在华

夏民族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充其量也只能视为华夏民族的滥觞时期。五帝时代可

称为部族时代，与此相一致的是作为早期国家的邦国———部族国家 （也称为 “族

邦”）的诞生。为此，部族国家的形成和它终究要走向民族的国家，也就成为五帝
时代后期的历史特点。

三、五帝时代的部族国家与族邦联盟

（一）五帝时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

探讨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社会历史的演进，有两方面的研究是最基本的，一是

对其时代的划分，二是对有虚有实的古史传说做去伪存真的虚实剥离工作。关于三

皇五帝传说，笔者曾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视角，对它作过系统的研究，其中就涉及

时代划分和虚实剥离的问题。在五帝传说的几种组合模式中，我们称那种用部族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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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或部族宗神按照纵向排列的模式为五帝的纵向模式，《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五帝
就是这样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史记·五帝本纪》所表述的黄帝、颛顼、帝喾、

帝尧、帝舜在历史舞台上称雄先后的时间顺序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黄帝与其他
四帝即五帝之间在血统血缘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有问题的。① 五帝的这种纵

向排列，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演进的时间坐标。笔者以为，从 《五帝本纪》所说的黄
帝到尧舜这一序列，尧、舜、禹三位传说人物距离夏王朝的时代较近，作为 “神话
传说”所表达的 “时间深度”不应该很长；而诸如黄帝之类的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时

间深度应当是很长的。如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

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
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

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

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郯子所说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已经表明有关黄帝、炎帝、太皞、

少皞等神话传说所代表的 “时间深度”远比尧舜禹时期大得多，颛顼可作为二者的
分水岭。

这样，我们以此为依据，可把五帝时代划分为两大段：颛顼之前的 “黄帝时

代”与颛顼以来的 “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这样的划分，与这两个时代在社会形
态方面的差别也是一致的。黄帝时代实为国家产生之前的 “英雄时代”，亦即笔者
所说的 “中心聚落形态”或 “酋邦”阶段；而颛顼至禹的时代则是邦国产生和族

邦联盟的时代。

关于黄帝时代的社会形态，《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
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

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
君臣上下之义 （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
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从中可以看到，神

农之世是一个男耕女织、刑政不用、甲兵不起、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社会；黄帝之
世，开始出现尊卑礼仪，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外用甲兵，战争突起，这是一个出
现不平等、社会发生分化、但尚未产生国家的所谓 “英雄时代”，即人类学中的酋邦

社会。

黄帝时代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战争。例如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 《列子》都记
载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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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此外，《逸周书·尝麦》、《山海经·大荒北经》、《战国
策·秦策》、《庄子·盗跖》、《尸子》等，都讲到黄帝曾进行的这些战争。战争使得
人们用建筑城墙的方式来增强防御，这也是考古学上仰韶文化中晚期郑州西山城邑
以及大溪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地城邑出现在中心聚落形态时

期的缘故。

颛顼在中国史前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他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有了后世天文历法意义上的年代记忆，相传
有 “颛顼历”也当与此有关；第二，进入颛顼时期，可以看到男尊女卑、父权已成
为 “颛顼之法”，① 它也反映了此时阶级分化；第三，颛顼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
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的做法，说明当
时已出现专职的神职人员，这意味着一个祭祀兼管理阶层的形成，宗教祭祀已被统
治阶层所垄断，从而使得社会进一步复杂化，这是文明化进程中划时代的现象之一。

我们说，酋邦即中心聚落形态与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出现凌驾于全社会之上
的强制性公共权力。这种强制性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刑罚。文献记载，

最早的刑罚出现在颛顼至禹的时代。例如，《左传》昭公十五年引 《夏书》说：
“‘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本属尧舜时期的东夷部族，后来到了中原。

是说尧舜时期已制定有皋陶之刑。《尚书·尧典》说：皋陶 “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说的也是帝舜让皋陶担任刑狱职官，施用
五刑。《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
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这表明颛顼尧舜时代，南方苗蛮集团
也已制定刑法，其中有劓、刵、椓、黥等极残酷的刑法。夏朝之前，即已产生刑法，

强有力地说明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是一个具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早期国家
时期。

（二）颛顼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与向华夏民族的迈进

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上广义的龙山时代 （前３０００—前

２０００）。② 在考古发现中，我们看到在这一时代的后期 （前２５００—前２０００）有一大
批早期国家的都邑遗址，例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山东
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淄博田旺 （桐林）、日照两城镇、尧王城、湖北天门石家
河、四川新津宝墩、陕西神木石峁、浙江余杭莫角山等；在文献上，这是一个史称
万邦 （万国）的时代，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存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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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齐俗训》说：“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 （避）男子于路者，拂 （《太平御览》
作 ‘祓’，当是）于四达之衢。”
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７集。



史书用 “万邦”、 “万国”来称呼尧舜禹时期的政治实体。① 按照先秦文献中
“邦”、“国”二字的含义，“万邦”、“万国”之 “邦”和 “国”，指的都是国家。② 然
而，正像夏王朝内的诸政治实体是由多层次构成的一样，夏代之前的这些 “万邦”、
“万国”，也是既包含有许多邦国，对此我们可以称为邦国林立；同时又包含有许多
氏族、部落、酋长制族落 （即现一般所谓的 “酋邦”，亦即笔者所说的 “中心聚落形
态”）。至于究竟有哪些属于国家，哪些属于氏族部落，哪些属于由部落正走向国家
的酋长制族落，则需要通过对具体的考古学聚落遗址进行考察、分析和论证后才能
作出判断和确认。大体说来，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鯀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
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皞、少皞、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都已转变成邦国，属于最初
的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属于中心聚落，也有的处于
从中心聚落形态正走向初始国家的途中，等等。

颛顼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有两大政治景观：邦国林立和族邦政治联盟。《尚书·

尧典》等有关尧舜禹禅让的传说，生动描述了族邦联盟的盟主职位在联盟内转移和
交接的情形。此外，关于尧舜禹之间权位的转移还有另外一种传说，如古本 《竹书
纪年》、《韩非子·说疑》、《孟子·万章上》所说 “舜逼尧，禹逼舜”的问题。这种
尧舜禹相互争斗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各个邦国之间势力消长的关系。

在尧舜禹时期的 “万邦”中，由于尚未产生像夏商周三代那样作为中央王国的
“国上之国”，所以当时邦国联盟领导权的产生，多以和平推举的方式进行，这就是
尧舜禹禅让传说的由来；也许有的时候，盟主的产生需要依靠政治军事实力，这就
会出现所谓 “舜逼尧，禹逼舜”这种事情。尧舜禹禅让传说反映的所谓民主制，说
的是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并不是某一邦国内部的关系，因而不能用尧舜禹
禅让的古史传说来衡量各邦国内部的社会性质。过去用尧舜禹禅让传说来解释各邦
国内部的社会性质，似乎是一个误区。同样，《礼记·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
世界，是因为当时政治实体体制的最高层次为邦国和邦国联盟，尚未出现一元政治
的王朝体系；《礼运》说小康的家天下始于夏朝，这是因为从夏代开始才出现了多元
一体的以王国为核心为顶点的复合制国家体系。

综合有关尧舜禹的古史传说，可以看到，尧、舜、禹是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
本邦本国的邦君，又都曾担任过联盟的 “盟主”亦即 “霸主”。唐尧禅位给虞舜，所
传的是联盟的盟主之位，而不是唐国君主的君位。③ 对于尧舜禹时期的联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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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尚书·尧典》、《汉书·地理志》、《左传》哀公七年、《战国策·齐策四》、《荀子·
富国》等。
王震中：《先秦文献中的 “邦”“国”“邦国”及 “王国”———兼论最初的国家为 “都邑
国家”》，陈祖武主编：《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１９０６—

２００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王树民：《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学术界一般称之为 “部落联盟”。但是，既然在尧舜禹时期的 “万邦”的政治实体
中，已出现一些早期国家，我们称之为 “族邦”或 “邦国”。那么，从事物的性质总
是由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予以规定的来看，尧舜禹时期诸部族之间的关系，与其
称为 “部落联盟”，不如称之为 “邦国联盟”或 “族邦联盟”。唐尧、虞舜、夏禹之
间的关系实为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关系，只是当时随着势力的相互消长，唐尧、虞舜、

夏禹都先后担任过 “族邦联盟”的盟主而已。这种盟主地位就是夏商周三代时 “天
下共主”之前身，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之君 “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由尧舜禹
时期族邦联盟的 “盟主”或 “霸主”转化而来的。

从民族形成视角看，颛顼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属于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特点是
国家的民众或主体民众属于某一部族，因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血缘关系还发挥着
很大的作用；有时国君之名与部族之名可以重合；国家的最高保护神也是部族祖先
神 （部族宗神）。在有些时候，部族可以等同于国家；但由于部族迁徙等原因，也使
得同属一个部族的人们却可以建立若干小国家。在从部落到古代民族的发展过程中，

部族和部族国家是其中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在已形成部族的情况下，各个部族之
间的族邦联盟，则是由部族走向古代民族、由部族国家走向古代民族的国家的重要
一环。中原地区的尧舜禹族邦联盟正是由不同部族所组成，它为其后华夏民族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

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
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有虞氏、偃姓皋陶和赢姓伯益等。

帝尧陶唐氏为祁姓，既见于 《世本》，也载于 《左传》。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
之一。据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
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①

其中，有熊氏大概就属于 “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
于黄帝部族集团的 “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
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 《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
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②
《帝王世纪》说：“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
唐河。”③ 《水经注·滱水注》唐城条亦然。④ 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
足迹的证据。其后，陶唐氏经晋中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这就是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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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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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第１２页。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１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第１０６１页。



上所说的 “尧都平城”，而龙山时代的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其都邑。①

虞舜有虞氏为东夷族。《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

条，东夷之人也。”关于诸冯所在，以往无考。其实在今山东省诸城市即有诸冯地

名。清乾隆 《诸城县志》说：该 “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冯为首”。② 今山东诸

城在西汉时为诸县，春秋时为鲁国的一个邑。《春秋》庄公二十九年记有：“城诸及

防。”文公十二年说：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防。”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说： “诸、

防皆鲁邑。”朱玲玲认为：“诸冯应即诸，从语言角度讲，诸冯的冯字是个轻读语尾

音，如北京话的 ‘儿’，付诸文字是可省去的，不省则作 ‘诸冯’，省去尾音则作
‘诸’。”③ 为此，我们说诸冯在山东诸城，与孟子所说的舜为 “东夷之人”颇为吻

合，舜的出生地、虞舜族的发祥地在今诸城。

虞舜族另一居地是陈地，即今河南虞城。《左传》昭公八年：“舜重之以明德，

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史记·陈杞世家》也说：“陈胡

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④ 《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舜之后

于陈。”⑤ 即今河南虞城。此地可以看成是虞舜由诸冯向西迁徙发展的第一站。

其后，虽说虞舜族在诸冯和陈地虞城都应有族人留存，但虞舜及其族团又进

一步向中原迁移发展，从而在今山西平陆也出现虞城。《史记·秦本纪》：昭襄王

五十三年，秦伐魏，“取吴城”。《正义》引 《括地志》云：“虞城故城在陕州河北

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吴山，周武王封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吴城，即此

城也。”⑥ 其地在今山西平陆县。这样，虞舜的活动地域就从山东首先转到河南虞

城，再转到山西平陆。这就是 《管子·治国》和 《吕氏春秋·贵因》等书所说的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虞舜到中原之后的都邑，按照皇甫谧的说法：

“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⑦ 也由于虞舜从东夷之地来到中原，并

成为中原地区族邦联盟的盟主，所以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也。”⑧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 《国

语·周语中》说：“齐、许、申、吕由太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

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工氏之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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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的势力和文化影响传播到南方，或者是由于舜死于南方的缘故。



国……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从这两段话可以看
到，申、吕、齐、许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
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 “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执戎子驹支。范宣子
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乃祖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

以来归我先君。……’对曰：‘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毋是剪弃，

赐我南鄙之田……’”在这段话中，戎人驹支说 “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四岳与诸
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上述情况说明，不同部族的人们来到中原地区后，在建立各自的部族国家的
同时，也组建了一个族邦联盟。这样，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
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
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
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
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

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
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部族的 “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
的夏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 “大国家机制”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复合制国
家结构”。只有复合制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
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以大文化为血脉和纽带的
华夏民族。

这里所谓 “某种形式统一”意味着与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秦汉以
来的 “统一的国家”即国家统一，是以郡县制为行政机制的中央与地方层层隶属管
辖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夏商周三代复合制王朝国家内的诸从属邦国，虽说
不具有独立的主权，但它们的邦君是世袭的，邦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权力
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尽管如此，这种复合制以王为天下共主而把不同部族的人们包
含在王朝体系之中，从而使得我们所说的古代民族四大要素或四个自然属性———共
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和相同经济生活，在夏、商、周王朝已经具备。

具有共同语言，我们可以从唐虞、夏商周的汉字体系得到证明。我们知道，文
字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与周代的铜器铭文、商人殷墟的甲骨
文与周人周原的甲骨文，以及商代甲骨文与周代的金文，它们完全为一个文字系统
即汉字系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但夏代之前的山西襄汾
陶寺都邑遗址却发现有使用文字的情况，目前已经公布的两个字，尽管在具体字义
的释读上还未成为定论，但这两个字属于汉字系统是没有疑问的。① 我们在以前的
研究中已论证陶寺都邑是尧舜禹时期的邦国都城，而且很可能就是帝尧陶唐氏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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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这样就可以证明：从尧舜禹族邦联盟使用的语言到夏商周三代王朝使用的语言
是同一个汉语语言体系，其中尽管各部族之间有方言的不同，但他们属于共同的语
言是没问题的。具有共同地域，是指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其中夏商
周三代王都所在地即中原地区是共同地域的核心区。也正因为此，在字义训诂中，

人们才把 “华夏”之夏称为 “中国”，华夏民族从夏朝开始就具有共同的中原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把国家称作民族的外壳，在这点上，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就成为
华夏民族外在框架。具有共同的文化，是指自夏朝以来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在
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宗教崇拜和祭祀以及宇宙观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
性。在这方面，夏商周三朝虽有变化，但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它们之间只是有所损益而已。具有相同的经济生活，并非指王朝内各个从属于王室
的族邦向王室的贡纳，也并非指中原与各地的经济贸易往来，而是指生活在复合制
王朝国家中的人们，因地理和生态环境相同，经济类型相同，因而具有相同的生产
与生活的方式和生活习惯。

总之，随着从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向多元一体复合制的夏王朝的转变，原来
的诸部族国家就变成民族的国家，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应当以夏朝为其时间的上限。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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